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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提要提要提要：：：：两汉时期两汉时期两汉时期两汉时期，，，，士人关心国事士人关心国事士人关心国事士人关心国事，，，，议论时政议论时政议论时政议论时政，，，，公共生活活跃公共生活活跃公共生活活跃公共生活活跃；；；；魏晋以后魏晋以后魏晋以后魏晋以后，，，，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

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

才情风神才情风神才情风神才情风神，，，，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私人空间显著扩张私人空间显著扩张私人空间显著扩张私人空间显著扩张。。。。 

主题词主题词主题词主题词：：：：汉魏六朝汉魏六朝汉魏六朝汉魏六朝        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私人空间私人空间私人空间 

 

      公共空间指公众共享的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人文空间中人们可以形成公共意见，人们能够在不

受强制的情况下，对有关国计民生等普遍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自由地结成集团或组

织，进行对话与交流。私人空间指以个体情感、利益为中心的私人活动范围，它与公共空间既相区别，

又相联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共同构成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在传统社会中，二者受到国家政治的强烈

影响，它们的范围广狭取决于国家社会的性质。汉魏六朝时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范围经历了一个

较大的变化。 

   一、心忧天下的两汉士人 

      战国秦汉是以自由民为主体的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上古社会的治政精神，

虽然出现了以帝王为核心的专制政体，但人们有着较强烈的国家社稷意识，忠于王室与忠于国家一致。

因此重视现世事功、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在汉代中期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成为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

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及人才选拔均以通晓儒家学说为标准，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浸淫之下，

文人士大夫也就汲汲然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有人说“（汉）武帝以后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儒生。” 汉

武帝以前主要是出身并不显赫的开国功臣与文吏、出身军功者和以赀候选的富人。西汉政权基础较为宽

阔，地方宗族豪强常遭抑制。西汉末年，中央统驭力下降，地方势力抬头，在反抗王莽统治与平息农民

起义的武力斗争中，地方豪族利用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争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这些地方豪族的领

头人大多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儒士大夫，他们起事也大都有维护社稷的用意。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

卷四中专列“东汉功臣多尽儒”条。这些人构成了东汉新政权的中坚力量。地方豪族与中央政权的结合，

开启了东汉以后较长时间内的国家政治的矛盾格局。一方面，威重一方的豪族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有利于

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豪族势力扩张不仅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而且自然会滋生离心倾向、

对皇权构成威胁。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中央政权自身的力量与对矛盾调控的能力。东汉时期地方势力开始



增长，地方大姓“世仕州郡”，但处于形成期的士族在当时与王室有着荣损与共的关系，并且东汉王室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注意协调与地方豪族的关系，采取种种方式汲纳名士。汉光武帝刘秀特重儒学，

重儒生、尚节义，在人材选举上，除前代的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外，又增设敦朴、有道、贤能、直言、

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名目。以儒家伦理规范作为取士任贤的选拔标准，因此在社会上培植

出重视修身惜名的风气，如后人所评论：东汉虽无事业之人物“而德行之君子，乃云蒸霞蔚，几于比屋

可封。可谓中国历史上之伦理时代。” 在儒学盛行的时代，儒家伦理思想已基本上内化为人们立身处世

的生活准则，因此造就了一大批享有社会声誉的名士。在东汉名士中虽不乏沽名窃誉“以赡其私” 者，

但名士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一般还是珍重名誉的。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名士社会

价值的体现是他们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评判的责任。以心忧天下为职志，而且它同时亦为聚族忠君的精神

力量。因此东汉时期在人们的一般理念中，仍然一如前代，忠君即忠于天下。东汉名士直接介入国家公

共生活之中。 

      两汉时期文人士夫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在东汉末期以前，文人士夫大多通过道德、学术的声

名与学问（所谓“经明行修”）进入政府，直接参政议政。并且利用自己的声名与地位操纵乡论、主持

选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着实际的影响。东汉时最有名的人物批评家是郭泰、许劭，“天下言拔士

者咸推许郭。” 许劭与从兄许靖在汝南对乡党人物是每月一评，俗称“月旦评”。他们对人物的品评直

接关系到人材的选拔。因为在以儒家礼教治国的时代，人的品行是第一考虑要素，而人在出仕之前的道

德实践只能在家族与乡里的活动中体现，所以宗族乡党的评论即“乡论”非常重要。而主持乡论的就是

许劭这样的名士。 

      但是也有一批贤士，采取与政府疏离的政策，在地方荐举甚至公府辟举中他们并不就职，而且这

种现象在东汉中期之后逾来逾多，如贺纯“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 

东汉人这种辞退推举的行为在当时为民间舆论所推许，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观念，人们无论是否应聘

他都会因朝廷重视而获得名誉，有可能最后需皇帝特别征聘，落得更大的声名。如张楷，“家贫无以为

业，”常乘驴车到县邑卖药，州郡选举他为茂才，授长陵令职，张不赴任，“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

所居成市。”后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仍不就。汉安元年（142），汉顺帝特下诏，说张楷“轻贵乐贱，

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认为张之所以不赴任是地方官员“优贤不足”，因此要求州郡“以

礼发遣”。 由此可见，当时的士人是在以曲求伸。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德行引起社会更大的重视。 

 

东汉末年，王室腐败，宦官专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首先，宦官势力左右朝政，引起了在

朝士人的强烈不满。文人士夫为了社稷利益与树立名节的需要，在不与宦官势力合作的同时，对腐败专断

的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

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甚矣。” 在与宦官及外戚势力

的斗争中，形成了在野的民间士人与在朝名士之间互相声援的批评力量，他们自立于政府之外，利用讲学

及其他手段“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引导、推动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股强健的“清议”风气。其次，宦

官擅权还阻断了一般士人的晋升之路。在人材选拔上，汉朝向以征辟、察举为入仕的两种途径，但宦官把

持政权后，任人唯亲，“非其子弟，即其亲知。”出现“释贤取愚”的恶劣结果。因此给本为政府后备人



材的太学诸生造成了入仕的困难，诸生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仕途，意味着满怀政治热情的太学生被无情地

剥夺了参政的权利，他们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也就很容易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中坚力量。于是在

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中出现了执政与非执政、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对立。桓帝延熹九年（166），

因名士河南尹李膺处死了犯罪的宦官张成，宦官集团恼怒，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

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天子震怒，颁令全国，逮捕党人，并布告天下。

这是有名的党锢之祸。但文人士夫并没有屈服，反而共相标榜，以“天下名士”为荣誉。推出了一批俊杰

人望，如一世所宗的“三君”，人之英“八俊”，德之引人的“八顾”等等，李膺、陈蕃、王畅尤为人杰

当时太学传言“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些名士不避权贵，勇于直言，

在社会上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史称：他们“并危言高论，不隐豪强。由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但挟

持皇帝的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大兴党狱，最终将敢于发言的文人士夫党人死徙废

禁者六七百人。几年之后，宦官又利用灵帝下诏，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党祸

遍及全国。通过两次大规模的党狱，最终将敢于发言的文人士夫扼杀殆尽。“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

以党锢致灾。”从此正直废放，邪枉当道，社会风气为之改变，人们不再以德行学问为本，专以趋势交游

为务。人们对民族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大为衰减，关乎世事民情的清议流为虚名无实的清谈。正如著名史

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说，“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二、六朝私人空间的显著扩张 

      在东汉末年锢人禁言的残酷打击之下，气节之士凋零，文人士夫开始从公共生活中退隐，由此产生

了两个新的变化趋向，一是儒生从经术干禄的故途转向民间私人讲学与研修，学术发展摆脱了作为国家意

识形态所带来思想局限，向更广更深的层次扩展；一是人们已开始放弃群体认同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

求“一种更个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 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已经朽败的儒学体系更加支离破

碎，魏晋以后失去儒学束缚的人们自觉地实践着上述两方面的内容。精神信念的变化与现实的苦难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态度，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 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

品味个人才情风神，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

成为必需去除的束缚，人们要求“去自拘束之累”（东晋·张湛语），“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

对过分道德化的儒学精神的逆反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趋势，社会上层如曹操选拔人材“唯才是举”，

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亦“得而用之”。 魏晋文人士夫中常有“蔑弃典文，不遵礼度”之

人。何晏、阮籍“口谈玄虚，不遵礼法。”王衍之徒“不以物务自婴，”犯礼逾制蔚成风气，因此名教的

捍卫者“深患时俗放荡，不遵儒术。” 但亦无可如何。南朝社会继续向着“任情适性”的方向发展，正如

东晋士人张湛所论：“故当生之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

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余名于后世者，是不达乎生生之趣也。” 张湛直白地表

露了当时士人的一般心态；而号称“江东步兵”的张季鸾（张翰）在有人问他：您纵适一时，难道就不考

虑留名于世？张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二张的这种放弃远大人生理想，把握现实生活

的人生态度，是南朝社会普遍看重生活质量的心理动因。在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生命有如朝露的时代，

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要比和平安定时代人深刻得多，珍视生活，品味生活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我们从

前述六朝人的物质生活情形中就可直接感受到这一点。 

      六朝私人空间扩张具体有如下三种表现： 



      一、重家室个人，轻君国天下。两汉士人忧心国事，前仆后继，“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魏晋

以后，政入私门，国士不以国事为重，“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结党营私，取士用人，专注于私情私利，

门阀世族当政者以朝政为家务，信用私人，南朝社会是典型的家族统治，从朝官到镇守地方的刺史大都是

皇族成员，所谓“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既然国事为私人包揽，那么游离于政事之外的名士大姓

就无需关心国事，“经世致用至此转化为逍遥抱一”（汤用彤语）他们或“独学弗肯养众”，或清谈交游，

或追逐个人享乐，出现“蔑礼法而崇放达，视主之颠危若路人” 的政治冷漠。而乡村社会亦随着礼教秩序

的破坏，有着较强教化意味的里社行政组织已开始演变为民众自愿自主组织的村社，村社生活向民间化、

私人化发展。南朝乡村的岁时生活就体现了这一变化，如社日，四邻结合为社，开展社祀活动，没有了里

正主持的行政色彩。南朝人虽不尽忠但很尽孝，十分在意家庭孝道，在社交往来中注重家讳，太保王弘熟

悉《百家谱》“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王因此为人赞誉。触犯名讳是人之大忌，萧琛与梁武帝是

老交情，一次偶犯武帝偏讳，武帝马上变了脸色，琛说陛下不应如此在意，武帝说“各有家风。” 可见南

朝人家族观念的浓厚。与尽孝相关的是对丧事的重视，从皇室到平民如遭重丧无不痛悼，如昭明太子母丧

不食，会稽郭原平“佣赁养母”，母亲去世“毁脊弥甚”。南朝人重视亲情，如果说南朝人重丧的话，更

准确地说是他们重视对亡故亲人感情表达。颜之推说：“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

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 就是说在遭丧事哀痛时，人们不即时前来吊唁，主要不

是礼仪问题，而是说缺乏同情心。南朝人的感情敏感而细腻，不仅死别如此，生离亦然。“江南饯送，下

泣言离。”与北方风俗大不相同，“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分离，欢笑分首。” 

二、重简捷适意，轻名教礼法。汉末动乱之后，传统的礼法秩序崩解，人们以方便简易为原则，对传统礼

仪程序进行简化，并不严格遵循一定之规。传统的婚礼一般要行“周公六礼”，即经过六道礼仪程序才能

完婚，这六道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魏晋以后，婚礼程序大为简化，当时有拜时

妇、三日妇之说。拜时妇是因遇吉时或新年，将女子接来拜见舅姑，表示成礼。事毕，女子再回娘家，以

后可以随时迎娶。即使遇到丧期，也可照常迎娶。这样就无形地突破了居丧不婚的礼制。三日妇是因丧乱

的原因，男女同住几日后，虽未见舅姑，亦算成礼。上述两种婚姻形式都省去了六礼的繁琐程序，唐人杜

佑认为舍弃六礼，简易成婚，是“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 但这种婚俗在当时流行，连“知礼达

识”的王肃、张华等人也不以为非。杜佑对此感到费解，其实这也是合乎现实的选择，在当时动荡的环境

下，人们不可能繁文缛节，只要能保证家嗣的传衍，其他可以不去计较。规范的礼制只有在太平社会才具

有现实意义。不仅婚姻程序简化，就是夫妻关系亦随意、不拘礼法。东汉是夫尊妻卑，妻对夫应举案齐眉，

夫对妻则有七去之法。班昭《女诫》宣称“夫有再嫁之义，女无二适之文。”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低下

的。但魏晋以后妇女较少礼法局限，夫妻关系亲昵随意，上层女性尤为主动。《世说新语》曾记下这样一

则故事：王安丰（戎）妇常称安丰为卿，安丰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卿一般是君王对臣下、长者对晚辈的礼

称，因此，安丰说：“妇人卿壻，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安丰妇却有自己的道理，她振振有辞：“亲

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名士王戎自然通达，“遂恒听之”。当时女子妒风甚盛，

宋明帝曾让人作《妒妇记》。这种妒风也反映了妇人保护自身的要求。南朝的丧礼亦尚简易，社会上下多

各以己意行之，“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 丧葬之礼从速从简，成为风尚，“衣衾

棺椁，以速为荣。”致使官员上书皇帝呼吁“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其不奉，加以纠绳。”

民间礼仪需要政府干预，可见当时丧仪的移易。一些士人还预先安排自己的后事，以合乎自己生前的情性。

刘宋时的张融在病重时遗令：不设祭，让人拿着麈尾上屋招魂。并特别吩咐“ 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



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 

刘杳临终遗命：死后丧事从简，“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设灵筵及祭奠。其子遵行。诸如此类的事例，

屡见于《南史》，随意简约成为当时丧葬习俗的突出特征。 

      三、重个体情味，轻公共关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两汉士人以此

为标榜，东汉末年虽然士人大多失之于狂狷，但其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可是，在专断政府的政治高压下

士人的政治信念被国家暴力所揉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六朝人半是无奈半是自愿地退出公共生活，他们

不再注目于政治，热衷于玄学清谈，推崇老庄自然无为思想，注重的是个人对生活的品味、个人的情感体

验、个人的情志发舒，达到“无避无应，尽用其情”的目的。 因而六朝人抛弃了政治情结，脱去礼法的束

缚，淡漠于公共关怀，由社会返回自然，人们各自寻找着适合于自己趣味的生活方式，扩展着自己的私人

空间。六朝人通过两种方式回归自然：一是以放纵性情的方式回到人性的自然，一是以优游林下的方式回

到山水清幽的物性自然。首先看第一种人，阮籍、刘伶为代表。阮籍本来想作一番事业，但在当时环境下，

他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离开“世事”之路。《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阮籍一改前代名士清议的习惯，清谈玄远，不评论时事，

不臧否人物，终日纵酒求乐。刘伶亦不问世事，嗜酒如命，自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他著《酒德颂》，

称赞“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的生活。有时刘伶“脱衣倮形”于室中，有人见了不以为然，他说：“我以

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刘伶以屋室之内为自己的隐秘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他

拥有充分的自由，外人是不应该进入这一私人空间的，刘伶的这种私人观念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沉溺

于个人的情欲生活之中，自然不会再有社会责任感与公共关怀的意识。一如当时人所说：“酒，正使人人

自远。” 这是放浪形骸一类。其次是遁迹山林一类，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他们远离喧嚣的尘世，面

对的是无言的山水，在静谧的自然中体味生活的情趣。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自得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谢灵运亦乐在山水之间，他在《山居赋》中说，“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谢平生

于知游，棲清广于山川。” 以自然为邻、以山水为友体现了南朝人避世隐逸的生活情趣，“性爱山水”的

萧子显，在追忆平生时说，每当他登高目极，临水送归，见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等

情景时总是情满于怀，不能自已。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 上述两种退隐方式，

在魏晋时是无奈的选择，但到了南朝时代，人们因沉溺已久，将其视作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喝酒并不为

消愁，喝酒是为了快活，当时把痛饮称为“酣畅”。如袁粲虽“位任隆重，”但他依然保持着“爱好虚远”

的禀性，不以公务为念，“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也是“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返。” 南

朝士人情系山水，为了朝暮欣赏，有的即山为舍，有的在私人庭院内模山范水，私修园林不仅说明世族生

活的奢华，同时它亦表明了园主的情趣与公共社会分隔的意识。除纵酒、逍遥山水之间外，六朝人还喜欢

清谈调侃，围棋盘马，赌博等。关注个体的情味，是南朝民众生活的突出表现。在前述物质生活方面也有

较多的说明。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别为传统社会人们的进与退、仕与隐提供了方便法门，六朝社会私人空间

显著扩张，私人感受替代了礼法制度，个体情趣淹没了公共关怀，人们将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家庭，家庭成

为人们身心的依托，与家有关的民俗活动较前代活跃，爱恋家乡成为士民普遍具有的情结。这种生活态度

的变化是六朝人注意描述故土家族生活的精神动因。 

【说明】本文原为笔者博士论文《<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后由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一部分，《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10。 



  

 


